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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婆夷清-那那容筆名高選隆[Khao-suan-luang]，可說是二十世紀泰國最傑出的女性佛法導師。1901年出生於曼�以西叻丕府一個華商家庭，她在一母所生的五個子女中排行老大，加上繼母後來所出，則居八子女之首。母親信仰甚篤，從小便教給她晚課、守戒等基本的佛教行持。據她後來回憶，六歲時目睹母親孕期與分娩時經受的苦難，滿心怖畏厭離，以至於初見那新生兒──“一個安睡著、頭髮黑黑的紅色小東西”──竟逃家三日之久。她在年歲不大時即立意絕不屈就在她看來無異於奴役的婚姻生活，個中緣由與這段經歷、加上後來父母離異必經之痛不無關係。
青少年時期，她靠經營小生意贍養年老的父親，余時專心閱讀佛法，修習禪定。她的禪修卓有進展，在老父命終那年教他坐禪，居然成效可觀。父親死後，她繼續經商，期待有足夠積蓄後退隱，餘生全力修行。她的姑母與姑丈在叻丕城外皇苑山 [泰語高選隆.原注] 的叢林附近有一棟小屋，兩人亦有志于佛教修行，她時常去該處閉關。1945年二戰後生活漸趨正常，她結束生意，與姑母姑丈遷居山林，三人開始全力禪修。一處廢棄的僧寮原是他們為自己準備的小小閉關之地，後來逐漸發展為女眾禪修中心，至今仍有活力。
當時這個閉關之居的生活甚為節儉，因早期罕有外來資助。不過，即便後來該中心遠近聞名、頗有建樹之後，同樣的簡樸生活仍保持著，以其益於克服貪欲、驕慢等雜染，又使心有卸重之樂。在該中心修習的女性皆食素，戒煙草、咖啡、茶葉、檳榔等刺激物。她們每日聚會、誦經、集體坐禪、討論修行。優婆夷清體力尚健時，會主持一些專門的參修晤談，成員們彙報各自的修證，之後由她開示其中要點。本書所收的多數談話便是這類聚會的錄音記載。
中心成立的早期，親友們在特別的日子裡結伴前來護持並聽優婆夷清說法。她的開示與修持有高水準的消息傳開後，來訪者越來越多，加入這個團體的女性也越來越多。1950年泰國引進磁帶錄音後，法友們開始為她的說法錄音，1956年其中一群人把她的錄音文字整理印製成一本小冊子，免費發行。至60年代中期，以高選隆為筆名發行的免費佛法文獻──優婆夷清的詩偈與說法──已勢如潮水。更多的人受吸引前來她的中心，自此確立了她作為泰國著名的佛法導師(無分男女)之一的地位。
優婆夷清可說是位自學成就者。雖然在青年時代常常拜訪寺院，從中學得禪定入門，她以獨自修習為主，從未正式求師。她所受的教育多來自閱讀──巴利經文與當代導師的著作──並以絕對誠實之心，親自體證，嚴格檢驗。她的後期教導顯示受佛使比丘著作的影響，但將其見解加以演變，獨具個人風格。
她在晚年患白內障終至失明，但仍修行不懈，同時繼續接待有志於佛法的來訪者。她於1978年去世，身前指定人選，把中心交付一個小組。她的妹子優婆夷宛當時已擔當起中心的主要護持者與協調者，在優婆夷清過世幾個月後加入該團體，不久成為負責人，直到1993年去世。如今該中心再次由集體管理，已發展為可容納60人長住修行的團體。
近來有關女性在佛教中的作用論著甚豐，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優婆夷清雖在個人修行與為其他女性提供修行機會方面卓有成就，有關泰國佛教女性的社會歷史類書籍中卻未提她的名字與她所創建的團體。這就說明，作為修道的佛教與作為社會歷史現象的主流佛教，兩者之間是有區別的，我們在討論女性在佛教中的地位問題時，有必要記住這個區別。
一項又一項的研究表明，主流佛教，無論居士僧侶，在所傳入的各類社會中流變適應──如此徹底，以至於在某些情形下，原始教義已被完全扭曲。從佛教傳統最早的幾個世紀起直到現代，一些群體既受佛陀教導的感化，同時又寧可改造那些教導以方便一己之需、而非以教導為標準改造自身，於是創造出所謂的“品牌佛教”。這就解釋了當我們在比較各類佛教──譬如日本佛教、西藏佛教、泰國佛教等時所發現的大幅度差異，同時也解釋了何以不同國家的眾多佛門女性屈就於多樣的社會角色。
不過，真正的佛教修證，即便在名義上的佛教社會中，歷來是逆世間觀念而行的。無論何地，社會的主要目標是為了自身的延續。其世間價值的設計，乃是以維持其成員在持續的經濟中直接間接地有用與多產為本。多數宗教透過強調利他主義為其最高的宗教情操，允許自身為這些價值觀念所本土化[domesticated]，主流佛教亦無例外。所傳之處，本土化的結果是，絕大多數僧侶與居士投身于形式不一的社會服務，以博愛與事奉他人的成功度，衡量個人的靈性價值。
然而，佛陀指出的實修並未賦予利他主義以如此之高的價值。實際上，他對那些專為個人的靈性福利而修持者的讚揚，勝於對那些為他人犧牲個人靈性福利者(增支部4.95)──這一教導是主流佛教特別是大乘傳統中的主流佛教傾向於抑制的。修行的真道在於尋求出世之樂，一種內心獨有、徹底超越世間、不一定以任何社會功利形式表達的不滅之樂[undying happiness]。成就此道者或有擔教，或有不教。擔教者被認為高於不教者，然而那些不擔教者，又被稱高於自身尚未有成即演教宏化者。因此個人修道所成，非其社會功能，方為衡量個人價值的真正標準。 
主流佛教，以其易被本土化之程度，常與佛教的真修實證背道而馳。女性對此的感觸主要在於，她們沒有與男性均等的出家機會，面對現存的機會，又多受阻撓。比丘尼僧伽傳統由佛陀創立，上座部承傳近千年前因戰事與饑饉而遭中斷，佛陀對其復興並未提供機制。(同理於比丘僧伽的承傳。萬一中斷，也是無可恢復的。)因此在上座部佛教國家中女性僅有的出家機會是成為八戒女或十戒女[指離家梵行的女居士，譯注]。
由於這類持戒女無正式組織，她們的地位與修行機會因地點不同，差異頗大。在泰國，最有利的地區是叻丕府與鄰界的佛丕府──或許是受當地孟族文化的影響──傳統上長期存在一些深受尊敬的獨立女庵。不過即便在那裡，教育質量隨庵不同也有大幅度差異。不少女性寧可選擇附屬於[男]寺院的持戒女團體，這也是泰國其它地區的基本模式。
寺院為持戒女提供的機會，就修行的自由時間與教學質量而言，也同樣因地而異。對附屬於寺院的持戒女團體來說，一個主要的過患是，持戒女的地位明顯地處於男僧之下，不過在好一些的寺院裡，這種情形因重視佛陀對座次的教言而有所改善: 這僅是為僧團決策過程的次第連貫性而設計的社團規範，座次並不意味著個人的價值，因此這種排列在道德上是中性的。 

持性別歧視態度的比丘固然是存在的，他們把男性處境的優越誤解為男性性別的優越，不過所幸的是，持戒女無須起誓服從，若發現氣氛壓抑，可自由轉換團體。在較好的寺院裡，修持精深的持戒女得到住持的公開同意，可以攝受大批個人弟子。例如當前曼�最活躍的佛法導師中有一位名為阿瑪若-瑪立拉的女性，放棄醫師生涯，加入了一個附屬于泰國東北禪修寺院的持戒女團體。經過幾年的修習，經寺院住持的支持，她開始擔教，如今出版的書籍數量可觀。不過，這樣的個人實屬罕見，不少持戒女發現自己淪為獨身主婦[意謂忙於寺院雜務，譯注] ──在她們看來雖比實際的家庭主婦自由得多，仍遠不能滿足全力修道之願。
儘管泰國女性的禪修機會遠非理想，也應注意到，主流佛教對男眾修行亦多有障礙。出家之門對男性雖敞開無阻，比丘們發現自己很少受到鼓勵，全力投身禪修。村居寺院的比丘長期以來被敦促學醫，以便擔當起村內郎中之職，或者被鼓勵研究占星術，以便為村人蔔相算命。這兩項活動雖受戒律禁止，卻極受居家人歡迎──以至於直到近前，一位村居比丘若非承擔兩者其一，則不免被視為逃避職責。城市學院僧們長期以來被告知，涅槃之路已不復存在，全力修行無異於浪費時間，把主要精力投入行政職務，余時略習禪定，方為最有收穫的僧侶生涯。
除此之外，父母們雖從小鼓勵其子短期出家，然而當他們加入僧團後一旦流露出放棄家業、永為僧侶的意向時，常轉而施壓，令其還俗。即便是樂見其子永久為僧的家庭，也常勸他們放棄林居修行的艱苦生活。
在某些情形下，主流佛教之狀態對修證的障礙已如此顯著，人們開始嘗試體制改革。在上座部傳統中，這類改革僅在高階比丘得到在位政治力量的支持，從上到下引進時方見成功。這個模式的經典範例為第一次集結，這是在佛陀入滅的第一年內，為把世尊的教導標準化以便記誦傳世，由王權護持，專門召集的聚會。在君主專制政體下，這類模式的改革可以做得相當徹底，有時簡直是鐵面無情。不過近代這種改革在範圍上有限得多，並且只在以下情形下取得一定成效，即: 倡導時不以強制，而以增進機緣為形式──例如，提供更可靠的經文版本、改進教育水準與設施、支持戒律的嚴格持守。當然，無論這類改革如何實施，它們只限於外相，因涅槃的證悟非法令所能飭知。
泰國持戒女協會為這類改革運動的一個現代實例，它在泰國王后與全國高階僧侶的主持下成立，目的是為全國的持戒女提供一個組織架構。它的成功之處主要在於，為少數女眾提供了受教育的機會，然而它的建會目的並未達到。協會負責人員雖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持戒女，我個人瞭解的持戒女當中多數卻回避入會，因為她們不覺得協會的領導本人值得敬仰，也因為在她們看來，入會並無顯見之得，卻犧牲了個人的獨立性。這個觀點也許源自于泰國邊遠地區人們的常見態度:與中央官僚權力機構的接觸越少越好。
至於從下至上引入的衝突式改革，它們從未受到上座部傳統的認可，在上座部佛教史上也從未記載過成功之例。經典中僅有一次提到這類改革，那就是提婆達多分裂僧團事件，起因與加嚴某些戒律標準的改革要求有關。經典中對他這項嘗試的記載，採用了如此強烈的負面措辭，以至於該事件在上座部心態中記憶猶新，使得絕大多數佛教徒不願提倡衝突式改革，無論看上去何等合理。這也是有道理的: 任何需要以衝突方式迫使他人接受一己之見的人，不可避免地喪失了無欲、謙遜、不與人糾纏、淡泊知足、退隱等素質──這正是佛陀制定的、衡量某個動議與其倡導者是否如法的標準。
此外，在一些突出的事例中，人們為政治動機作幌而推行宗教改革，當他們的野心受挫時，便拋棄其追隨者使之無所依持。即便某些事例中的對抗型改革者本質上似有利他之心，他/她總傾向于誇大該項改革的社會效益以贏得支持，因此就損傷了這項改革與實修的關係。此類事件的經驗使上座部佛教徒對衝突性的改革總體上持謹慎態度。
因此，既然體制改革的機會有限，對那些為數不多、不惜脫離主流佛教決意修行的男女來說，唯一所剩的途徑，便是追隨佛陀本人的足跡，走上一條可稱為個人或者說獨立的改革之路: 放棄社會流行的價值觀，獨自出走，忍受社會的非難與邊緣地帶的艱苦生活，尋找任何生活與行持於主流價值之外的可靠的禪定導師。若無這等導師，專意求道之士則必須單人匹馬地修練，盡己所能恪守經文之教──這是為了防止被自身的雜染引上歧路──從根本上依止佛、法、僧。
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做法頗有常識性智慧。但凡只肯在物質資糧、地位與讚譽──佛陀稱之為世間誘餌──有保障的條件下修道者，多半是不能夠付出修證本身所要求的奉獻與自律的。
因此，從修證角度上講，主流佛教所起的功能是激勵真正專意求道者離開主流、走進叢林，那裡是佛教的發源之地。至於那些寧願居於社會者，主流佛教滿足了他們的社會與宗教需要，同時使他們對那些出世求道者，傾向於有某種敬畏與尊重之感，非單以迷失者視之。
這就意味著真正的佛教修證，歷來徘徊於社會與歷史的邊緣──或者從另一個角度看，佛教史歷來徘徊于修證的邊緣。查看佛陀第一代弟子之後的歷史記載，我們發現只有少數幾則修行僧尼的軼聞。載入史冊的僧侶唯有學問僧、爭議事件的參與者、以及傳教僧。當前有人把尼眾[在佛教史上]的默默無聞視為第一代弟子之後傑出的比丘尼師不復存在的證據。然而，印度山奇[Sanci,現存最早的佛寺遺址,其中最早的佛塔由阿育王建於公元前三世紀，譯注]上座部佛塔上的銘文所羅列的主要捐資者當中有一些比丘尼的名字，這僅在該尼師擁有大批弟子信眾的情形下才有可能。因此可以公平地認為，著名比丘尼導師固然存在，然而她們專意修行，不事學術，並且──亦如專意修行的比丘──由於禪定上的成就乃是史家無從評判之事，她們的名字與言教在歷史記載中被忽略了。
因此，從原典到現代的這段時間裡，對於某個特定年代中男女的修行機緣，我們只能作一番推測。儘管如此，根據對泰國狀況的考察──在它受西方顯著影響之前──可能存在著以下動態: 禪修傳統傾向於維持至多兩三代，它們起始于甘願忍受開拓佛法修行道之艱辛的魅力型先驅。由於精進成果的正確性需要多年的檢驗──並非所有的開拓者皆已滅盡愚癡與不誠實──他們的角色要求具有偉大的獻身精神。實際上，大規模的護持若來之過早，可能使該運動流產。假如時間證明，先驅者們的確忠實體現了正道修行，那麼隨其教導與修持之名聲的傳播，會開始吸引弟子與護持者。有了護持，艱苦不再迫人;生活輕鬆起來，修持也隨之鬆懈，一兩代之內便衰退到不再激發護持的地步，最終該傳統，連同開創者言教之記憶，一併消失。
在某些情形下，這類傳統在消失前，其榜樣可能形成一股影響力，促進廣泛變革，主流宗教在慚愧與激勵之下，至少暫時對真修實證轉持正面態度。其它情形下，修行傳統只影響一個有限的圈子，之後無波而止。當然，對受益者來說，歷史影響問題是無關緊要的。即便僅有一人得益，證得涅槃之法，該傳統便成功了。
當前在泰國，我們正目睹這個過程以數條線索展開，主要不同之處在于，現代媒體為我們提供了各修行傳統中多位導師的說法與行持記錄。在僧伽當中最具影響力的修行傳統乃是由兩位農家之子阿姜索-堪塔西羅與阿薑曼-布裡達陀於上世紀末在極不可能的情形下確立的林居傳統，當時泰國的中央官僚集權正積極地壓制任何政治與宗教上的獨立運動。我們手中無阿姜索說法的直接記錄，僅有一兩本阿薑曼的開示小冊子，但卻有著兩人承傳弟子成卷成冊的教導。女眾當中主要有優婆夷清的修行傳統。儘管她本人已去世，該中心的女眾每夜聆聽她的錄音，繼續免費印發她的開示，使她的言教活躍於世。
這兩個傳統皆有其脆弱性: 林居傳統正因其盛名，示現出不久可能趨向消失之相，高選隆中心的女眾們則面臨著魅力型領導去世後禪修水準能維持多久的問題。此外，大眾媒體的出現──特別是電視的出現，傾向於使形象比內涵更具影響，使性格較品格更顯份量──必然改變佛教主流與佛教修道的動態，其趨勢不盡樂觀。雖如此，這兩個傳統至少都保存了一份記載──其中一部分以本書形式體現──既可激勵後代，也啟示我們，無論何樣的品牌佛教把握主流，不可避免地引向歧途，佛教修證之道仍可被任何男女行者重新開啟。
 
(譯者注: 本文為英譯優婆夷清的開示集前言。) 


